                  百年复旦园中的哲学园丁
                       ——忆我的老师们

                                             黄颂杰

我认为，高等学校向社会提供的产品主要有两类：一是各种人才，二是各门学科的研究成果，包括创造、发明、理论、学说。研究成果是要由人做出来的，因此说到底，最为重要的还是人才的培养，包括教师和学生。一所大学办得好不好，有没有发展前景，关键就看她是否网罗到各色人才，能不能将各路人才组织、安排、协调、管理得井然有序，让各种人才各显神通，施展自己的才能。所以，在复旦百年校庆之际，我首先想到的也是人，是我的老师，我的同学，我的学生。当然，最引起我怀念的是我的老师们。老师的辛勤耕耘培育了人才和成果，师生代代相传，铸就了复旦今日的辉煌。

我在1957年秋考进复旦哲学系。当时，反右的政治风云还在复旦校园翻滚，哲学之树在风雨中刚满周岁。在辛勤培育这株幼苗的众多园丁中，有胡曲圆、全增嘏、严北溟、陈硅如四位全国著名教授，他们分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科学哲学（当时称自然辩证法）四个学科的奠基人。后来哲学系又从中文系“引进”了一位国学专家、书法大师王遽常教授。我第一次见到胡曲圆教授是在登辉堂举行的开学典礼上，在主席台的两排大高背椅子上就坐着各系的系主任，一经介绍，长着光亮大脑门的胡曲圆教授一下子就被我们这些新生记住了。不过，当时的哲学系还有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就是来自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苏联专家柯希契夫，复旦哲学系初创时期的课程设置是搬抄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模式。但我相信，这决不是胡曲圆主任的主张。胡曲圆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德语专业，后来转向哲学，三十年代起他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他学识渊博，兴趣广泛，视野开阔，他讲授过的课程涉及哲学社会科学许多领域。他在复旦党委领导下于1955—56年创办哲学系，从那时起直至1995年去世，四十年间，他为复旦园中的哲学之树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奉献了他的全部后半生。他在哲学系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这是当时哲学系一门最重要的课程。凭借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积累，他把抽象深奥的哲学原理讲得生动好懂。他讲课声音洪亮，思路清楚，一旦进入状态就激情洋溢，慷慨激昂，脸颊上顿起红晕。那时，苏联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界占据统治地位，但他的讲课并不完全受此约束。他熟悉中西哲学史，而且很有见地，他讲哲学原理是与哲学史结合一体的。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在许多场合一再强调，要学好哲学就一定要学哲学史。他说，学哲学与学数学、物理学等不同，学数学物理学并不一定要先通晓数学史、物理学史，学哲学则不然，不懂哲学史是学不好哲学的；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史就是哲学。这些话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成了我的哲学入门之道，也是我后来走上西方哲学史这条治学道路的原因之一。

胡曲圆教授是一位有抱负有志向有能力的学者。可是他不重视搞“阶级斗争”，他对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风暴很不适应，对愈演愈烈的“左倾”思潮不能融会。他的办系思路、理想未能得到认可和实施，他个人的才能未能得到充分施展。但他开朗达观，屡屡受挫受压抑，却并不沮丧消沉。他爱说爱笑，幽默风趣，对看不惯的现象揶揄讥讽，这些当然成了“文革”中大字报的批判材料。然而我确信，在他的内心深处始终涌动着哲学的生命之流。七十年代末，越过古稀之年的他投身于拨乱反正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八十年代初他发表关于真理问题和中国哲学史的一些精辟见解。耄耋之年，他从系主任岗位上退下之后，仍然关注着复旦园中的哲学之树的成长壮大。1992年，哲学系办系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正值哲学系系主任换届之际，我正在为要不要担任系主任犹豫不决，举棋不定，那年7月，我们同班同学举行毕业30周年返校活动，结束那天我和几位同班同学结伴去华东医院看望胡老。记得那天他情绪高昂，兴奋异常，坐在轮椅上与我们畅谈哲学系的往事和目前的状况，突然他一把抓住我的手，紧紧地握住不放，脸色严峻起来，停顿一下之后，略微有点哽咽地对我说：“小黄，你一定要把哲学系这副担子挑起来。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曲折的，总会有困难期，只要努力得当又一定会走出困境。我们学哲学的更应懂得这个道理。哲学系的发展是处于困难期，但一定能克服的。你要有信心，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的。”他的语重心长，他的真挚、关切和信任让我感动得不知所措，我当时只是肯定地点了点头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听你的。”后来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和系总支书记陈根法教授及其他教师还去医院看望过他几次，每次谈论的话题大都是哲学系的人、事、各门学科的状况，直至他去见马克思，心里一直牵挂着哲学系。作为系主任胡曲圆留下的不是办系的豪言壮语和响亮口号，也不是下军令状或打擂台式的动听话语，而是执着敬业、奉献投入、矢志不移的品格。他的人格和形象时时激励和鞭策我去处理和克服哲学系办系过程中各种问题和困难。

胡曲圆教授的夫人陈硅如教授是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最早的中译者之一。她留给我们学生的的最深刻的印象是认真、细致、亲和。她给我们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课，特别是《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那时我们普遍感到经典著作难读难懂，不易理解，她就逐章逐节逐句逐字地讲解，还不断反复，直到把意思讲得清楚明白为止。这样读通一本，大家感到收获很大，再读其他经典就觉得容易多了。她对学生亲切温和，既是老师，又像是慈祥的母亲。可惜的是文革之后她先是眼疾，后又不断遭受病害，八十年代末离开人间。

就学术思想和研究而言对我影响最深的当然是我的恩师全增嘏教授。全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是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全祖望的后裔。无论从学术思想还是从生活方式来看，他都是20世纪中国知识界中中西教育和学术文化相结合的典型代表。他生于1904年，比胡曲圆先生大一岁，在哲学系教师中排行老大，原籍浙江绍兴，但自幼随做官的祖辈和父辈生活在贵州、上海等地，所以说话没有一点浙江乡音，完全是云贵一带的口音。由于家学渊源，他从小就熟读经书典籍，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同时又接触了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和文化。他13岁进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在那里学会了一口流利英语，也学习了西学和中学。仁义礼智和科学民主同时进入他的心灵。1923年至1927年他留学美国，攻读哲学，顺利获斯坦福大学学士、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在哈佛修完博士课程后因偶然原因急于回国，未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上海各大学任教，抗日战争期间曾任英文期刊《中国评论》（周刊）、《天下月刊》编辑，《论语》主编。1942年起任复旦外文系教授，并任系主任，同时任复旦图书馆馆长。1955—56年哲学系创建时，他从外文系转到哲学系，担任逻辑学和外国哲学史两门学科的教授和教研室主任。

全增嘏是我国建立学位制度以来全国第一批、复旦哲学系第一位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的教授，在国内哲学界的地位和声望是很高的。在学术思想上他是有自己的一套想法看法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充分地自由地展现，这里我只能凭记忆讲几点印象较深的。他在三十年代初写过一本《西洋哲学小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恐怕是我国最早出版的西方哲学史著作，它简明扼要，言简意赅。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书中倡导，学哲学是要我们受智慧的指导，不要被偏见和权威所支配，哲学的功用在于解放思想，改变人类好作武断的怪癖，保持人类的好奇心，使人类努力求知，以尽人的天职。受这种思想指导，全先生一直主张应当把哲学研究的范围理解得宽泛些，除了宇宙论、知识论，还应包括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历史哲学、法律哲学、文化哲学等等。我认为，这个主张是合乎20世纪初以来西方哲学发展的趋势和潮流的，也与中国哲学的实际相符合。这与他二十年代留学美国攻读哲学而同时又有深厚的国学功底有关，与此相应，他还主张哲学研究应当贯通中西，贯通古今。

全先生是名副其实的学贯中西的学者，他对中国学术经典的研读恐怕不亚于对西方哲学经典的研读。他在指导我们学习西方哲学时，常常引导我们学习中国哲学，我曾注意到，他的书桌案头、沙发椅子上，少不了随时阅读的中国古代典籍，去他家时第一眼看到的常常是他手中的古书，这大概是他从幼年时代起就养成的“手不释卷”的习惯。抗战时期，他曾用英文撰写中国文化的文章，那是为了抗日对外国人写的，发表在英文刊《中国评论》、《天下月刊》上，遗憾的是现在我们未能找到这些文章。这些刊物当时是在香港发行的，对海外学者有影响，国内学者所知甚少，所以现在有些港台学者还对全先生很尊敬。

对于从古到今的哲学发展史，全先生从不偏废哪一段，极力主张要贯通古今。他重视古希腊哲学，认为那是西方哲学的根，不懂古希腊哲学，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将会是肤浅的。他非常喜爱读柏拉图的对话，收集了许多版本的柏拉图对话的英译本注释本和研究柏拉图哲学的专著，供我们研读。为了对亚里士多德哲学学得实在，他特地邀请华东师范大学徐怀启教授讲解亚氏的经典《形而上学》，徐先生精通古希腊文、拉丁文，是基督教神学-哲学家，他将《形而上学》的古希腊文本、拉丁文本和英文本相互对照，逐字逐句仔仔细细地进行解读。（其实全先生也懂古希腊文）从此徐先生成了复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的常客，他与全先生和其他教师结下了友谊。1964/65年，根据毛主席关于加强对国际问题和世界三大宗教研究的批示，复旦哲学系聘请徐怀启教授开设“基督教史”课程，我曾根据他的讲课整理了一份书稿交给系里，可惜在文革中丢失了。就从那时起复旦哲学系开始了对宗教和宗教哲学的教学和研究，这在全国也是起步最早的，记得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也是在1964年成立的，它的首任所长任继愈教授曾致信胡曲圆主任，希望能派遣外国哲学专业研究生去该所工作。

全增嘏教授对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视在20世纪老一辈中国哲学家中是比较突出的。早在三十年代初他就打算写一本书，专讲现代西方哲学，由于抗战爆发而未能如愿。但他在篇幅不大的《西洋哲学小史》中就专列一章，从科学飞速发展引起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这个视角讲述现代西方哲学，这是符合二十世纪初叶西方哲学的状况的。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全先生曾深入钻研罗素、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及存在主义，并发表有深度有见地的学术论文。1961年春，他给我们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一门名为“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的新课，系统讲述现代西方哲学各个流派和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在当时的高校这是绝无仅有的“首创”。也就在这一年，刘放桐先生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加盟复旦哲学系，他在研究生期间专治现代西方哲学，这与全先生对现代西方哲学领域的开发可以说是不谋而合。那时我国的西方哲学教学和研究一般都止于黑格尔哲学，后黑格尔哲学统统都被看作腐朽没落反动的反面教材，从政治上说是一个“禁区”，而从学术上说也是荆棘丛生，因为要将黑格尔之后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加以梳理，进行评论，使之系统化为一门学科，实在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然而这一个多世纪正是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时段，是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激变动荡的历史时期，了解这一时期的西方哲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七十年代末哲学系成立了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八十年代初以刘放桐教授为主的《现代西方哲学》和以全增嘏教授为主编的《西方哲学史》相继问世，在教育界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成果的出现是人才的成长和西方哲学学科群体的形成，并且带动了全系的发展，全增嘏教授在这一学科建设中的开拓和奠基作用是无庸置疑的。

全增嘏教授治学的最大特点是严谨，认真，踏实。就教学而言，他讲课总有准备得很充分的讲稿，无准备的课他是不会讲的，也不会在课上随意发挥，但他也不是照本宣科，而着重于分析讲解，条理非常清晰，逻辑性特强，他声音响亮口齿清楚，抑扬顿挫，只要认真听讲，大都能记下来，而且记下来的笔记几乎就象一篇文章。他讲课的内容非常实，有材料有观点，不随意加水分，不把意识形态的东西强加于人。抱着求知的心态听他讲课，你必定会有所得，会觉得很值得，时间过得很快，期盼下次课的到来。就科研而言，他总是反复思考、琢磨，没有搞清楚的问题、观点，他是不会下笔的，他写的文章比讲课更严谨，逻辑性也更强，思路非常清晰，分析层层递进，深入浅出，把晦涩难懂的西方学说表达得好懂好理解。他告诉我们，写文章一定先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堆积大量自己也没有消化理解的材料，也不要装腔作势说空话。他的英语堪称一流，有很深的造诣很高的水平，我在学生时代曾听说他是中国英语四大家之一，但他做翻译非常严肃谨慎。他和夫人中文系胡文淑教授共同翻译的英国大文豪狄更斯的《艰难时世》，称得上是翻译书籍中的楷模佳作。这是狄更斯小说中哲理最强也最难译的一本书，两人常常为求一字一句的最佳翻译而争得不可开交。文革中后期全先生被安排到“自然科学哲学翻译组”，他和物理系王福山教授等翻译了好几本高难度的名著，如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梅森的《科学史》等等，翻译这些书既要有很高的外语水平又要丰厚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七十年代末他有次跟我谈起翻译方面的事，他说他译《科学史》前后看了20多遍，书出版后还感到不满意。现在我们往往因急于出版匆匆忙忙交稿，出版后除非某种需要否则也不会再去阅读，而全先生在书出版以后还总要再仔细校看，我曾看到他在自己翻译出版的书上还作了好多修改。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现在是很少见了。哲学系很多教师都知道，全先生在复旦外文系有很高的声誉，与我同辈或比我高一辈的外文系教师一谈到全增嘏，都肃然起敬。全先生满肚子的学问，可是他不动声色，不愿意流露，功夫本领一般只用上几分，决不会全部使出来。他讨厌卖弄学问，炫耀自夸，也反对读书光求快而不求甚解，更反对不懂装懂。这是他那一辈许多学者的共同特点，不过在全先生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和典型。他们做学问是注重积累，循序渐进，厚积薄发，谨慎创新。作为学者，谁都希望发前人之未发，说前人之未说，而影响他们大胆创新的因素大而言之有两个。一是学理方面的，学问之大之深超过大海，因为前者是无限的，后者是有限的，一旦深入学问，就会感觉到自己的不足，而且越深入越会有不足之感，不知不觉之中形成一些约束，就会有降低甚至丧失超越能力的危险；另一个则是政治方面的，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使许多学者尤其是文科学者小心翼翼，甚至战战兢兢，生怕失去政治生命。相比之下，我们现在的风尚是急于求成，急功近利，有了一点本领、能力，稍有积累，就急于表现，惟恐别人不知道，生怕巷子太深公众闻不到自己的酒香，动不动就标榜创新，“最”字头的名词形容词放肆滥用。学一点老一辈学者之所长，补一点我们今日之所短，恐怕还是很有必要的。

让我终生难忘的是全增嘏教授对我们晚辈的悉心培养。六十年代初我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休整期，高教部制订了高教六十条，旨在使高等教育走向正规化有序化，研究生制度是其中的重要方面。1962年即我们毕业的那一年，教育部正式实施研究生报考录取制度，我和姚介厚先生（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有幸成为全先生的研究生。这是他第一次正式招收的西方哲学的研究生，他一扫平时那种严肃冷峻和寡言淡漠的神态，情绪高昂，心情愉快，满腔热情，大有一展宏图的架势。我还大致记得第一次上他家求教的情景。在简短谈了一些基本情况后，他随手拿起桌上的英文书，每人一本，要我们俩依次一边看一边译成中文念给他听。随后他选定罗杰斯的《学生哲学史》，要我们回去仔细阅读，以后每次上课辅导第一件事就是由他任选一段让我们译给他听。这是美国大学生用的一本哲学教材，后来我们明白，他之所以选这本书是因为此书论述比较客观，更重要的是因为该书引用西方哲学经典原著特别多，常常是一段接着一段。全先生坚决主张，学西方哲学必须学会读原著和专著，刚起步读大部头原著有困难，从教材读起可以逐步提高和深入。读、译英文书之后，全先生对我们详细谈论三年的学习培养计划。他把西方哲学史分成古代、近代、现代三大段或三大专题，古代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主，全面学习古希腊罗马哲学；近代以康德、黑格尔为主，兼及笛卡儿、斯宾诺莎、休谟，全面学习经验论唯理论和德国古典哲学；现代以罗素、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为主，全面了解现代各哲学流派。每一段的学习均以读经典原著为主。每个学期学一段，第四学期为机动，最后一年写毕业论文。他还规定，以后每两周去他家上课辅导，每个月交一篇文章或读书报告。在学习计划中他还规定了每个阶段的必读书目和参考书目，使我们感动的是，他常常准备了一大批图书让我们带回去学习，这些书有的是从图书馆借的，有的是他自己收藏的。那时他对西方哲学的发展动态和图书资料情况很熟悉，而且知道在复旦、华师大、上图能借到哪些书，他或是自己设法借好，或开出书目让我们去借。从那时起，他家的起居室就成了我们的课堂，他夫人胡文淑先生毫无怨言，反而每次都热情招待我们，有次她对全先生开玩笑说：“你们这倒象是手工作坊，师傅带徒弟，精工细作啊！”全先生说：“就应该这样才学得好嘛！”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家起居室墙上挂的徐悲鸿的栩栩如生的骏马图，那只时而活蹦乱跳时而安静地躺在沙发上的小花猫。除了校内学习之外，他还带我们参加上海市哲学学会有关外国哲学的各种学术活动，最常去的地方是南昌路科学会堂。

   我们的学习计划在第一学年实行得很顺利，很好，全先生非常满意，我们也感到实实在在学到了很多很多。每次我们总期盼着去他家汇报我们的学习，听他纠正我们的英文错误，听他对问题的解答，对各种哲学思想的解释，对自己观点的阐述、发挥，或者听他对我们的作业的评论。全先生是非常重视写作训练的，他批阅我们写的文章很仔细，除了口头评述，还在作业上写些简短的评语。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们都发生过许多的动荡变迁，多次的搬家迁移，我丢弃了很多资料文书，但当年全先生为我们制定的研究生培养计划，我就学于全先生门下时候的读书札记以及全先生作辅导讲课时我所记下的笔记，我都保存着，有时还拿出来翻看。我们的学习计划在第二学年实行得虽不如第一年那样顺利，但大致还可以。由于学习内容扩展，加之政治活动又开始多起来，我们的计划不断往后推延。1964年以后国际国内政治斗争又开始逐步生温，中苏论战、四清运动、反修防修，等等。参加农村四清长达半年多，我们的学习计划被迫中断。第三学年撰写毕业论文，全先生原定要我们一个写古希腊方面的，一个写德国古典哲学方面的（在那时现代部分是难以写成毕业论文的，除非是批判式的），但政治形势迫使我们转而去写批判“苏修”的文章，作为毕业论文。也许是太热衷于专业，太投入了，全先生对政治形势的变化起初没太在意，但不久就意识到了，他的情绪开始下沉，神态又重新严峻起来，话也少了，对我们毕业论文的“转向”他保持沉默。1965年夏我们理应毕业，却被安排去搞“学术大批判”，后来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全先生的研究生教育成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典型，不久他被关进了“牛棚”。事实上，像全增嘏教授这样悉心培养研究生恐怕并不多见。他这样做并不关乎自身的名利，而是一种职责，一种施展自己才能或实现自身的机缘，他由此而获得的愉悦是任何他人所不可能得到的，这是他从事哲学研究心情最佳想法最多的时期。遗憾的是这样的机缘对他（和他的同辈学者）而言实在是太少了，时间太短了，对我们学生而言无法把他（们）的功夫本领悉数学到。幸运的是我们在这难得的短暂的机遇中总算学到了一些对我们终身有用的东西，在我和姚介厚身上留下了永恒的烙印。全先生对研究生教育如此精心设计，认真负责，全身心地投入，在当时实属少见，在今天更值得学习和发扬。

七十年代末起全增嘏先生致力于主编《西方哲学史》，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实，早在1960年，当时的高教部就已邀请全先生整理西方哲学史讲稿并编写为通用教材，1966年“文革”前已完成初稿，遗憾的是在全先生遭冲击被抄家期间书稿全部遗失。八十年代初起学术研究的形势和环境逐渐好转，可是，在经历了“文革”的劫难以后，此时的全先生又不断遭受病魔的侵害，常常显得心力交瘁，力不从心，他的夫人在文革期间去世无疑使他的身心和生活遭受重创。1984年他病重住院期间我曾去华东医院陪夜，夜深人静，坐在他的病床旁我凝视着他痛苦的脸庞，听他不断地反复地说梦话，声音惊恐，内容都是关于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中遭受的批判斗争。精神的创伤尚未治愈，身体的疾病就更难以制胜。未及把他积累深厚的学识充分发挥出来，他就回归了自然。

与全增嘏教授的深藏不露的内向性格相反，严北溟教授则常常是锋芒毕露，才华横溢。他出身贫寒，自幼熟读经书，好学不倦，他记性特别好，思维敏捷，口才好，文章也写得好，还写得一手好字。他主讲中国哲学史，后来又开设佛学、佛经、佛教等课程。他讲课的风格与全先生不一，在课堂上我从未见他带讲稿，讲课时从中山装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片，上面写有几条提纲或要点，纸捏在手里或放在桌上，只是偶而看一下。一开讲他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中国哲学原著他能大段大段背出来，虽然不是字字句句都准确，但意思大致不会错，他还喜欢引申发挥。他讲课非常投入，一旦进入状态就会连续不断地讲下去，中间很少停顿，讲得起劲时眼睛瞪得又圆又大，两边嘴角上都是唾沫，两手放在背后，还常常两脚一踮一踮。听他讲课记笔记比较难，但听起来很有味，很开心。严先生一生坎坷，经历许多波折。解放前他曾任《浙江日报》主编，参加过国共和谈，任秘书。由于历史原因他成了每次政治运动的重点对象，在“文革”中更遭受磨难。他曾与周予同教授一起被押解到曲阜孔子故里接受批斗，又因在劳动改造时将自己手皮包藏起来，被判定为准备将来“反攻倒算”，被当作“反革命分子”而投入监狱。严先生是个不屈不挠意志坚强的学者，文革后他告诉我们，他在监狱中天天做虎卧撑锻炼身体，对未来依然充满信心。严先生在文革后得到平反昭雪，他在中国哲学、佛学点领域不断结出新成果，培养了一批硕士、博士。九十年代初因癌症去世。

在复旦园中还有许多哲学园丁，他们为哲学之树的茁壮成长辛勤劳动，乃至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如马兵先生、尹大贻先生，在我们当学生时，他们都还是青年教师，为我们开过课，对我们学生非常亲切友好，下乡下厂时更是打成一片。马兵先生是泰国华侨，青年时代向往革命、进步，回归祖国，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来复旦哲学系从事逻辑学教学和研究，他精通英语、俄语，翻译出版了多本哲学、逻辑学著作，发表过有份量的逻辑学论文，在当时的逻辑学界已很有影响。他还担任苏联专家和留学生的翻译工作，他能辨认并翻译非常潦草的俄语手稿，可以说是一种“绝活”。他又是位无线电爱好者，业余时间专心致志于装配修理半导体收音机。他的聪明和智慧为我们学生所敬佩。文革期间他被批判，遭遇种种不幸，以至于重返泰国。文革后他曾多次回国回复旦，试图重返讲台，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尹大贻先生毕业于西南联大经济系，早年在民盟中央工作，1957年调入复旦哲学系任教，他好学不倦，手不释卷，博览群书，能阅读和运用英语、俄语、德语（包括花体）书籍，他知识广博，兴趣广泛，除了治西方哲学，还涉猎日本哲学、印度哲学、阿拉伯哲学，在宗教和宗教哲学方面他也下过很多功夫，尤其对基督教和基督教哲学，发表过有影响的论著。他读书快，下笔也快。集体的项目或任务，他总是先交出成果，揽下许多别人不大愿意做的事。他勤奋努力，心地善良，没有架子，有求必应。2001年秋，76岁的他突然来到我家，谈论学术上的问题和学术界的事，我见他眼圈发黑，走路和爬楼梯有些吃力，劝他保重身体，他毫不在意。不久传来了他心脏病突发去世的噩耗，失去这样一位良师益友我心里难过不已，责怪自己当初没能劝阻他。后来他女儿给我写过一封信，谈了她父亲生前的一些情况和对我的情谊，读后我更是黯然泪下。

经过百年风雨，复旦园中各门学科犹如林木参天，交相辉映，哲学之树也已根深叶茂，硕果累累，人才济济。凡事总有个源头，正是老一辈哲学园丁们的辛苦劳作，哲学之树才能成长到如今这个地步。回忆老一辈学者，为的是使我们更好地肩负起自己的职责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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